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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

施国庆摇 周君璧

(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江苏南京摇 211100)

摘摇 要:从现在到 2020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农民自身角度研究搬迁意愿,对加快实

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依据西方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

论和效价 期望理论,整合构建了中国国情下由政府引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 以

陕南移民搬迁为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 Logit 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理论假设

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淤心理因素、政策和预期因素、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于控制变

量中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求学婚姻等控制变量与搬迁意愿显著相关;盂没有搬

迁的主要的顾虑是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等问题。 研究

建议政府部门在搬迁补助、就业安置、搬迁后适应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搬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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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当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让贫困

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

们党的庄严承诺。 党中央提出的有序推进易地扶贫

搬迁,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冶,是瞄准贫

困人口精准帮扶的重要举措。 “十三五冶期间,计划

完成 981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 647 万同步搬迁人

口的搬迁任务,涉及西部 12 省、中部 6 省和东部 4
省,分 别 占 搬 迁 总 人 口 的 67. 7% 、 30. 2% 和

2郾 1% [1]。 易地扶贫搬迁是指将“一方水土养不活

一方人冶地区的贫困人口,分批搬迁到靠近中心城

镇、宜居宜业的地方居住,从根本上改善其生存和发

展环境,实现脱贫致富。 不同类型的人群,各种因素

对其搬迁的影响是不同的。 研究易地扶贫搬迁意愿

影响因素,对制定更精准的搬迁政策,高效率地完成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内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以政策执行

为研究切入点,自上而下指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

题[2鄄3],核心是“政策冶。 也有学者提出应从移民角

度出发[4],激发群众的搬迁积极性[5],然而自下而

上系统分析移民搬迁意愿及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则

十分有限。 国外文献没有易地扶贫搬迁,相接近的

概念是环境移民或灾害移民,而且大多是人口自由

迁移研究。 虽然我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在政府政策

引导下进行,但是也是建立在移民自愿的基础上,理
应符合自愿移民的特征。 因此,西方人口迁移的相

关理论为我们研究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很好的依

据,具体包括: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以及效

价—预期理论,现有文献尚无这些理论在移民搬迁

情境下应用的探讨。
文中整合已有的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加入符合

中国国情政策因子,构建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

理论框架,并以实施较早、规模最大的陕南移民搬迁

工程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全文共分为 5 个部分:第
一部分系统梳理了西方人口迁移理论;第二部分在

理论整合的基础上,构建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

框架;第三部分以陕南为例构建实证模型,对理论进

行验证;第四部分是对结果的进一步讨论延伸;第五

部分针对“搬得出冶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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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1. 早期人口迁移理论

有关人口迁移问题早就有研究,比较著名的是

Lee[6]提出的人口迁移和原住地的推力、目的地的拉

力以及中间障碍有关,即著名的“推拉理论冶。 该理

论对后来的人口迁移理论影响非常深远,很多迁移

现象的分析都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 以新古典经

济学为依托的人口迁移动因观,具体又可细分为宏

观和微观。 宏观理论主要用来解释跨国迁移,其对

于劳动力迁移解释是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微观理论

主要用于解释乡城劳动力迁移,假定的个体追求效

用最大化,认为当迁移后的预期工资高于迁移以前

时,人口迁移就产生了。 世界系统理论从全球视角

来看待迁移,它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将会导

致贸易逆差国家的经济衰退,从而导致人口向一个

经济更加活跃的国家迁移。 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对

人口迁移的最大贡献是,它将迁移视为一种家庭战

略,目的是规避或减轻家庭收入风险。

表 1摇 早期人口迁移理论

理论 假设 研究层次 代表人物

推拉理论 人口迁移由原居地推力、目的地拉力和中间障碍决定 区域之间 Lee
新古典经济学(宏观) 国与国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差异是引起迁移的主要原因 国家之间 Lewis,Todaro

世界系统理论 全球化、国际贸易推动人口迁移 全球 Wallerstein

新古典经济学(微观) 在“理性人冶假设下,劳动力迁移是个人在
成本—收益分析后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个人 Massey et al.

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 家庭规避风险的策略 家庭 Stark

2. 微观人口迁移理论

(1)地方效用理论(PU)
“地方效用冶 (Place Utility, PU)最早是由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的 Wolpert 教授在 1965 年提出来的。
他认为地方效用是个体或家庭对某个地方的整体性

评价,可以是正面(满意)的也可以是负面(不满意)
的。 当负面环境压力超过压力阈值时(个体不同压

力阈值不同),人们就会采取措施进行迁移[7]。
随后,学者们不断对地方效用进行补充和完善,

使其内涵界定更加具体。 Brown[8] 指出了地方效用

的 5 个方面:交通便利,邻居属性,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社会环境和个人居住环境。 Speare [9] 认为居

住满意度(正地方效用)是人们是否迁移的重要衡

量因素之一,如果对这个地方满意,则不会启动迁移

决策。 Liber[10] 和 Bible[11] 将地方效用的内容进一

步细化,如是否靠近购物中心、工作地点、朋友,周边

公园和空地、公立学校,房屋新旧、居住面积,噪音、
邻居兴趣和背景、犯罪率和安全状况等。 Baker[12]

引入基于空间点相互作用的地方效用函数;Lin -

Yuan[13]指出了移民决策的有限理性,并用多属性效

用理论 (MAUT) 对地方效用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Fotheringham[14]提出了相对内在吸引(RIA)来衡量

地方对移民的拉力。 Carr[15] 研究发现环境变化,降
雨频率、时间、幅度的变化也会影响迁移决策;
Mostowska[16]将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引入地方效用

的评价中;Adams[17鄄18]指出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社
会心理因素(如地方依恋)也是地方效用影响迁移

决策的重要因素。
我们通过地方效用理论可以看出,从居住地获

得的“满意感冶即是居住在该地的“地方效用冶,也是

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 移民对目前的居住地越不满

意,其想要搬迁的愿望越强烈,反之则搬迁的意愿较

弱。 地方效用理论对迁移决策过程见图 1。

图 1摇 地方效用理论(PU)与人口迁移[18]

(2)计划行为理论(TPB)
最早是由 Ajzen[19] 提出的,主要是用来解释意

图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论。 Ajzen 研究发现,
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

制之下,他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TRA)增加了

一项对自我“感知行为控制冶(PBC),从而发展成为

新的行为理论研究模式———计划行为理论(TPB)。
计划行为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即从

微观角度研究迁移决策,需要考虑:一是迁移的态

度,二是迁移的实际障碍(实际行为控制)。
计划行为理论从行为心理学角度阐释了移民搬

迁的意愿,如图 2 所示。 背景变量中家庭自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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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经济情况)影响

移民搬迁的意愿,家庭对移民搬迁所持的态度、社会

网络关系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家庭认为能够在多大程

度上成功搬迁(支付搬迁成本、未来城镇生活生计

来源以及适应情况)都会对搬迁意愿产生影响。

图 2摇 计划行为理论(TPB)与人口迁移[19,29]

图 3摇 效价-预期理论(V鄄E)与人口迁移[20]

(3)“效价 期望冶理论(V鄄E)
“效价 期望冶是管理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理论

之一,由北美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 Vroom 于

1964 年在《工作与激励》中提出。 De Jong 等[20] 首

次将其用在人口迁移决策的激励因素上,指出迁移

行为是基于潜在的个人和家庭想要改善生活的价值

或目标,人们选择迁移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迁

移会实现这一价值或者目标。 潜在的价值或者目标

包括:财富、地位、舒适、刺激、自治、依附和道德。 期

望—效价理论指出家庭会根据预期收入做出搬迁决

策,如果家庭认为搬迁会增加家庭的预期收入,那么

搬迁意愿会更加强烈。 该理论同样涉及了家庭个体

特征,具体因果关系见图 3 所示。

二、理论框架

通过对文献的归纳梳理,我们发现:宏观人口迁

移理论主要是预测人口流向和流量的,而微观人口

迁移理论则是解释个人或家庭是如何进行搬迁决策

的。 本文研究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因素,必然得

从移民微观个体入手。 通过上文对微观理论的梳理,
我们发现 PU、TPB 和 V鄄E 理论分别涉及环境因素、心
理因素、预期因素,以及家庭背景变量,这些因素会对

搬迁意愿产生影响。 此外,中国的易地搬迁还受到政

府政策的调节。 因此,我们整合了影响易地扶贫搬迁

意愿的五大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预期因素、政
策因素以及家庭因素,并形成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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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因素

根据 PU 理论,环境的含义不仅仅包括自然条

件和气候,还包括附加在这一地点的经济、人文等因

素。 具体到易地扶贫搬迁,主要包括:地理位置、自
然灾害、生态环境、发展机会、住房条件、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等。 这是由于山区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地
理位置不便,长期受山地灾害影响,且经济来源有

限,人们渴望能迁入靠近县城、城镇的地方,以改善

居住条件,享受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以及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21]。 因此,我们做出

以下假设:

图 4摇 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因素

假设一: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2. 心理因素

根据 TPB 理论,心理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成员

对搬迁的态度、家庭受到主要社会关系影响的主观

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 研究发现,当受访者有比较

积极的迁移态度的时候,他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实

际迁移的比例较高[22鄄23]。 对搬迁的态度越积极,社
会关系对搬迁越支持,搬迁后越能够适应,搬迁意愿

越强。 因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心理因素对搬迁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3. 预期因素

根据 V鄄E 理论,做某件事预期获得的收益越

高,则意愿越强烈。 此外,人们还会因为有更好的工

作机会的预期而产生迁移的意图[24]。 因此,较高的

预期收入、较大的职业改善将成为搬迁的动力因素。
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正向预期因素对搬迁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
4. 政策因素

以上 3 个理论是基于西方人口迁移理论的。 与
西方完全自发迁移行为不同,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

是政府引导下移民自愿搬迁行为,政府政策调节是

影响搬迁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情下的研

究表明,居民对政府的政策越满意,搬迁意愿越

高[25]。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引导主要是提供搬
迁补助、提供就业安置计划、原宅基地有偿腾退、社
会保障等政策。 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四:政策因素对搬迁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5. 家庭因素

在 TPB 和 V鄄E 理论中,都涉及个体的背景因
素,主要包括家庭的人口、经济等特征。 此外,家庭

的生命周期事件(如子女上学、婚姻等)也被认为是

影响搬迁意愿的因素之一。 本研究中,我们将家庭

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假设五:某些家庭因素对搬迁意愿产生影响。
综上,研究形成了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图 4)。 搬迁意愿受到环境因素、政策因素、心理因

素、预期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前两个因素

为外因,后 3 个因素为内因。 搬迁行为的发生,则受到

中间障碍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进行讨论。

三、实证模型

1. 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了陕南地区 Z 县作为研究地区。 Z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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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山区和丘陵面积较大,且河流较

多,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脆弱,长期以来深受地质、
山洪灾害影响,生存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极差。

课题组于 2016 年初前往陕南山区与安置区,采
用干部访谈、个案访谈、小样本预调研等方式进行先

期信息采集,并结合多位移民学专家的建议对问卷

修改完善。 正式的调研于 2017 年 8 月在陕南 Z 县

展开,为了保证调研质量,采取一对一访谈并现场填

写的形式,涉及已经搬迁和没有搬迁的农户 200 余

户。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未搬迁的农户。 我们首先按

照距离中心城镇的远近抽取 3 个行政村,随后在每

个行政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 115 户,经
数据处理后得到有效样本 104 个淤。 抽样村子的基

本情况见表 2。 为了使调查问卷更容易理解,有关

环境因素、心理因素、政策因素的测量,采用 Likert 5
点法,并对部分自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

表 2摇 抽样村基本情况

项目

距离
镇中心

平均距离 /
km

总户数 /
户

未搬迁
户数 / 户

样本
数 /
户

人均
耕地 /
亩

人均
收入 /
元

务工人
口比
例 / %

村 A 3 421 274 50 0. 61 9 356 19. 3
村 B 8 436 230 40 1. 56 9 800 14. 2
村 C 20 280 113 25 1. 86 9 113 34. 9

摇 摇 注:根据调研收集的资料整理

(1)环境因素 F1

使用 X1—X6 测量居民对现居住环境的满意:
“居住地距离镇中心距离冶“居住地水电路网设施建

设状况冶“在居住地(附近)得到非农就业(包括务工、
自我经营)机会冶“目前居住的房屋条件冶 “居住地自

然灾害对生活的影响程度冶“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冶。
(2)心理因素 F2

使用 X7—X12测量居民对搬迁的心理认同:“家
庭成员对搬迁的是否支持冶 “与您家庭关系较近的

亲友的搬迁行为是否会对您产生影响冶 “同村人的

搬迁行为是否会对您产生影响冶 “如果搬迁,您的家

庭能够多大程度上脱离对土地依赖冶 “您的家庭对

安置地(迁入地)是否了解冶“如果搬迁,您的家庭能

否适应城镇生活冶。
(3)政策与预期因素 F3

X13—X18测量居民对搬迁后的预期和政策满意

度:“如果搬迁,您预期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变化冶
“如果搬迁,您预期家庭年收入的变化冶 “对政府搬

迁补助是否满意冶 “对搬迁以后政府提供的就业安

置是否满意冶 “对搬迁后原宅处理政策是否满意冶
“对搬迁后社会保障待遇是否满意冶。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提取公因

子。 在此之前,我们做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了影

响较小的因子于,将代表环境因子 F1,心理因素 F2、
政策与预期的因素 F3 的变量的因子荷载和得分系数

见表 3。 一般认为因子荷载大于 0. 4 为有效,从表中

看出,绝大部分的因子荷载均超过 0. 7,说明公因子提

取有效且能够较好反应原始变量的信息。

淤根据我们前期的预调研情况看,距离中心城镇较远的村子总体

搬迁的比例相对较高。 为了使调研的样本尽可能等概率地出现在每

个村子中,我们先按照距离远近选取 3 个村,然后根据 3 个村子未搬

迁的户数的多少分配抽样户数,每个村子按照随机抽样法抽取样本。
于剔除了 X6 和 X17分别代表对“对生态环境满意冶和“对原安置

房处理政策的满意冶。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时,与预期因素两个问题

X13,X14与政策因素关联性较高,故而与政策因素合并为因素 F3。

3 个公因子可以表达为:
F1 =0. 274X1+0. 275X2+0. 266X3+0. 257X4+0. 233X5

F2 =0. 211X7+0. 233X8+0. 212X9+0. 213X10+
0. 211X11+0. 223X12

F3 =0. 267X13+0. 293X14+0. 254X15+
0. 246X16+0. 261X18

3. 信度、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 采用 Cronbach爷 s 琢 来检验因子的

信度,同时采用组合信度 C. R 来探索各个公因子的

组合信度。 Cronbach爷s 琢 均高于 0. 8,组合信度 C.
R. 均高于 0. 8,这说明本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 每

个公因子的 KMO 检验值均大于 0. 5,且 Bartlett 球

形度检验均在 0. 000 水平显著,说明适合因子分析

(表 4)。
效度检验。 采用平均方差萃取(AVE)来检验

公因子的收敛度,一般认为 AVE 大于 0. 5 时收敛

效度较好,表明潜变量解释了超过半数指标的方差。
本例中的潜变量均在 0. 5 以上,符合收敛效度要求。
在区别效度方面,如果两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别效

度,那么这两个变量的 AVE 值应当高于他们相关系

数的平方。 F2 与 F3 相关系数为 0. 811,其平方为

0. 658,并未超过 F2 的 AVE 值;F1 的 AVE 值 0. 762
也均大于其与 F2、F3 相关系数平方。 说明因子之间

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表 5)。
4. 变量描述

关于因变量搬迁意愿的测量仍然采用 5 点法,1
~ 5 分表示从“完全不愿搬迁冶到“非常愿意搬迁冶。
本文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公因子 F1 (环境因

素)、F2(心理因素)、F3(政策因素与预期)作为自变

量,以受教育水平、生命周期事件(是否有家庭成员

上学、结婚)、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人

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因变量和自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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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公因子的载荷和得分系数

F1 F2 F3

原始变量 因子荷载 得分系数 原始变量 因子荷载 得分系数 原始变量 因子荷载 得分系数

X1 0. 802 0. 274 X7 0. 757 0. 211 X13 0. 762 0. 267
X2 0. 805 0. 275 X8 0. 798 0. 223 X14 0. 834 0. 293
X3 0. 776 0. 266 X9 0. 761 0. 212 X15 0. 725 0. 254
X4 0. 752 0. 257 X10 0. 764 0. 213 X16 0. 703 0. 246
X6 0. 681 0. 233 X11 0. 755 0. 211 X18 0. 746 0. 261

X12 0. 800 0. 223

表 4摇 组合信度与球形度检验

变量 Cronbach爷s 琢 C. R KMO Bartlett Sig.
F1 0. 821 0. 874 0. 815 0. 000
F2 0. 864 0. 890 0. 852 0. 000
F3 0. 810 0. 868 0. 828 0. 000

表 5摇 AVE 根与区别效度检验

变量 AVE F1 F2 F3

F1 0. 581 0. 762
F2 0. 617 -0. 591 0. 786
F3 0. 569 -0. 550 0. 811 0. 755

表 6摇 变量描述性统计

符号 含义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Intent 搬迁意愿 1 5 3. 85 1. 24
d1 家庭人口数 2 7 3. 979 1. 05
d2 非农劳动力比例 0 1 0. 39 0. 16
d3 成员最高受教育水平 1 4 2. 47 0. 74
lc 是否有成员上学、结婚 0 1 0. 28 0. 45
inc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8. 29 12. 28 10. 52 0. 73
F1 环境因素公因子 -1. 49 3. 07 0 1
F2 心理因素公因子 -2. 54 1. 70 0 1
F3 政策与预期公因子 -2. 39 2. 12 0 1

5. 回归分析

(1)系数估计

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是预测评级类因变量的一

种数据分类方法,其中 Logit 为变换函数[26]。 最优

尺度法是预测多分类因变量的一种方法,它能够通

过最优变换将定性的变量定量化[27]。 本研究的因

变量为 1-5 级的搬迁意愿 Y 是 5 级多分类变量,既
可视为有序变量,又可视为多分类变量。 因此,我们

用两种方法分别进行回归,交互验证,得到的系数结

果如表 7 所示。
表 7摇 系数估计

变量
模型玉(有序 Logit) 模型域(最优尺度)

估计 标准误 Wald Beta 标准误 F

[intent =4] 2. 058*** 1. 597 1. 894
F1 -0. 623** 0. 281 4. 923 -0. 136* 0. 077 3. 115
F2 1. 353*** 0. 427 10. 038 0. 362*** 0. 078 21. 815
F3 1. 218*** 0. 413 8. 706 0. 347*** 0. 081 18. 105
d1 0. 906*** 0. 265 11. 717 0. 255*** 0. 066 14. 884
d2 2. 960** 1. 744 5. 159 0. 108* 0. 059 3. 316
lc 1. 194** 0. 604 3. 912 0. 094* 0. 055 2. 934

从显著性水平上看,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公因

子心理因素和政策因素均在 p<0. 01 的水平上显

著;环境因素则在模型一 p<0. 05 水平上显著,在模

型二中仅在 p<0. 1 的水平显著。 心理因素、政策因

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对搬迁意愿

具有负向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仅家庭人口数 d1、家庭非农劳

动人口比例 d2、生命周期事件 lc 对因变量影响显著

(其中,d1 在 p<0. 01 水平显著;d2、lc 在模型一中 p
<0郾 05 水平显著,在模型二中 p<0. 1 水平显著)。

(2)模型拟合

模型一似然比检验模型中自变量偏回归系数是

否全为零,p=0. 000,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

归系数不为零。 在拟合优度检验中 P 值均大于

0郾 05,拟合较好。 伪决定系数 Cox & Snell R2 以及

Nagelkerke R2越接近于 1,拟合度越高。 本研究模型

具有良好的解释程度。 模型二中方差分析的模型显

著性为 0郾 000,小于 0郾 05,模型整体上具有统计学意

义。 在拟合优度方面,R2和调整的 R2分别为 0郾 750
和 0郾 723,拟合度良好(表 8)。

表 8摇 模型拟合

模型玉(有序 Logit) 模型域(最优尺度)

-2 对数似然值 149. 437 F 27. 980
Sig 0. 000 Sig. 0. 000

Cox 和 Snell 0. 703 R2 0. 750
Nagelkerke 0. 751 调整的 R2 0. 723

容忍度指标(表 9),反映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中不能被其他自变量所解释的比例,所有变

量的容差在转换前、后都大于 0. 2, 表明模型不存在

显著的共线性问题。 从模型的重要性程度上来看,
心理因素 F2 和政策因素 F3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表 9摇 重要性和容差

变量 重要性 容差转换后 容差转换前

F1 0. 13 0. 627 0. 627
F2 0. 361 0. 377 0. 376
F3 0. 353 0. 382 0. 376
d1 0. 112 0. 915 0. 921
d2 0. 015 0. 808 0. 801
lc 0. 046 0. 627 0.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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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居住地环境因素对搬迁意

愿具有负向影响,心理因素、预期因素、政策因素对

搬迁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如表 10 所示。 接下

来,我们进一步探讨五大因素影响搬迁意愿的原因,
并说明中间障碍因素来自哪里。

表 10摇 假设检验

假设 因素 内容 影响 检验结果 来源

假设一 环境因素 地理位置、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 负向 支持 PU 理论

假设二 心理因素 家庭成员对搬迁支持、对搬迁的适应等 正向 支持 TPB 理论

假设三 预期因素 对未来的收入、职业提升的预期 正向 支持 V鄄E 理论

假设四 政策因素 搬迁补贴、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 正向 支持 朱乾宇等,2012
假设五 家庭因素 家庭人口数量、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结婚上学事件 正向 支持 V鄄E、TPB 理论

1. 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的影响

从调研结果看,农户对居住地环境因素的“不
满冶 主要集中在较差的水 电 路 网 等 基 础 设 施

(94% )、落后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88% )、偏远

的地理位置(81% )、较差的住房条件(75% )、有限

的发展机会(67% ),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44% )。
对于生态环境,虽然是政府下决心治理的问题,但由

于属于不易感知的缓慢环境变化,从农户的角度上

来看,对搬迁的“推力冶作用不明显(4% )。 其中,山
区地理位置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要素,地理位置不

好,通常离县城、镇中心较远,意味着易受到山地灾

害威胁,上学、就医、购物等不便。
2. 预期、心理因素对搬迁意愿的影响

预期因素对搬迁意愿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 如

果农户预期搬迁之后,未来的家庭收入会有显著提

高,则搬迁的积极性更高;反之,如果农户认为搬迁

之后家庭收入没有显著增加,甚至还可能降低,则更

加不愿意搬迁。 这一结论也符合经济学中“理性经

济人冶假设。
心理因素对搬迁意愿的影响,也反映出农户不

仅是“经济人冶,同时也是“社会人冶。 搬迁意愿受到

亲朋好友以及同村人搬迁影响,则说明社会关系网

络对搬迁意愿具有传递作用。
3. 政策因素对搬迁意愿的影响

在 2011 年易地搬迁工程实施以前,并没有易地

搬迁的相关优惠政策,考虑搬迁的人数比例很少,只
有 6% 。 在“十二五冶的政策中,政策补助是“平房每

户补助 4. 5 万,高层补助 5 万,分散户每户补助 3
万冶,考虑搬迁的人口为 31% 。 “十三五冶期间,政府

加大了对贫困人口的搬迁宣传和补助力度,“集中

安置按照每户 15 万标准筹措,分散户按照每户 8 万

元筹措冶 [28],近两年考虑过搬迁的人口明显增加

(38% )。 “十二五冶和“十三五冶共有 69%的人口考

虑过搬迁,由此可见政策因素对搬迁意愿的激励作

用是非常明显的。
4. 家庭成员构成对搬迁意愿的影响

根据家庭人口等控制变量的回归,我们发现当

家庭人口数较多、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业工作、有子女

结婚或者上学时候,搬迁意愿更强烈。 原因在于,从
事非农业人口的家庭收入较高,生活较富裕,这类家

庭更愿意搬迁;很多山区的年轻人,把到城里居住作

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因此有子女结婚的家庭,搬迁愿

意更强;山区家庭更重视孩子的教育,为了让子女上

县城的好学校,搬迁愿意更强;家庭人口多的,通常

不是有子女结婚,就是有子女上学或者外出打工的

人多,因此这类家庭有更强烈的搬迁意愿。
5. 中间障碍因素来自哪里

有学者认为迁移意愿屹迁移行为,即有迁移意

愿的人口并不是都做出了迁移行为,差异原因是中间

的某些障碍因素导致,可能是迁移成本太高,可能是

资源有限,可能是边境管制[29鄄30]。 推拉理论也指出,
搬迁行为受到原居地和目的地的推拉力和中间障碍

因素的影响。
我们调查了“目前最大的搬迁顾虑导致您没有

搬迁的原因冶,排在未搬迁的原因前三位均为经济

原因:依次是搬迁以后找不到工作(89% )、搬迁成

本太高(55% )、搬到城镇后生活成本高(49% )。 其

次的原因是社会心理因素:包括搬迁以后担心无法

适应(20% )、搬迁后无法种地(17% )、生活不习惯

(9% )和对故土的留恋(7% )。 其中,搬迁以后无法

种地,具有经济社会双重属性,无法种地除了对土地

的情怀之外,还和搬迁之后找不到工作有关。 一些

年龄较大的人除了种地之外,并没有其他技能,即使

是去城镇找工作,也不如年轻人在年龄、体力、文化

技能等方面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中走访

中几乎没有人不搬迁是因为目前居住的地方条件很

好而不需要搬迁(比例小于 1% )。

五、政策建议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居民虽

然有较高的搬迁意愿,但是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适

应环境变化是很难实现的。 为了实现 2020 年的搬

迁目标,对于还没有搬迁的人口,需要分析个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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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了解没有搬迁的具体原因,加强政策帮助力度和

政策精准性,让这批“困住冶的人口尽快搬离恶劣环

境。 笔者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陕南移民搬迁的实

施者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移民搬迁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着力点

要放在振兴产业和增加收入上。 目前,西部很多县

对搬迁户进行免费技能培训,提高外出务工的职业

技能,以增加搬迁户收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搬

迁。 但是,这和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生活富裕冶的要求相差较远。 只有本地产业兴旺,
才能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冶。 我们建议

省、市、县三级政府都要拿出一定资金,支持各乡镇

建立创业园区,带动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新创业,
振兴本地产业。 其次,增加土地流转补贴力度,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培育职业农民队伍。 按照“一
县一业、一镇一品冶的要求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加
快农村电商物流建设,实现“种养加贸冶全面发展。
此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农业产业

园区与乡村旅游、健康养老产业融合,以吸纳更多的

搬迁居民在本地创业就业,真正富裕起来。
第二,普惠的移民搬迁优惠政策与特殊政策相

结合,实施精准搬迁。 2018—2020 年是移民搬迁实

施的最后阶段,剩下的还未搬迁的人口大多是资源

禀赋较差、年龄偏大、就业能力不足的人口。 对于未

搬迁者最关心的就业问题,政府部门需要解决好他

们离开了土地的收入来源问题,尽可能多的提供一

些公益岗位。 对于搬迁成本问题,除了加大对贫困

人口的购房和安置补贴之外,还可以对搬迁后稳定

就业的家庭加大在购买安置房时贷款的优惠力度。
第三,移民搬迁与特色小镇建设相结合,使更多

群众愿意就近安置。 对于山区居民普遍反映的距离

城市偏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发展机遇差,搬
迁更愿意去城市服务功能较为完善的县城,而县城

又难于承载的问题,我们建议加快发展特色小城镇,
实现多点安置。 每个镇要完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配套高水平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医院和商业

街,满足了他们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使居

民生活在镇上跟生活在县城一样方便舒适。
第四,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适当提高分

散安置比例。 提高特色小镇的综合服务功能,可以

增加安置点的吸引力,为群众移民搬迁提供多个安

置点供其选择。 在小镇内设定一处集中安置点,主
要作为非农就业户搬迁安置。 提高分散安置比例,
在小镇外多规划几处区域作为分散安置点,使一些

以农业为主的家户,和一些不想住高楼集中安置的

农户,根据他们耕地位置,就近分散安置,吸引更多

的农户移民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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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二)奉行强国必霸逻辑的霸权主义国家便

更加注重以其意识形态上的暂时优势对中国进行和

平演变,这就是新冷战时期两大社会制度斗争的新

特点。 意识形态的灵魂是核心价值观,因此,西方霸

权主义强国以普世价值等大搞核心价值观输出,而
中国如果不能建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和优势的核心

价值观,就无法有效应对关于资产阶级所谓的普世

价值观的挑战,进而无法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的

安全。 因此,作者从新的国家安全观视角深入论述

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必然性,体现了

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
就国内背景看,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

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更加自

觉、完善与成熟。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于对

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自觉遵

循基础上,为建设怎样的国家和社会描绘了蓝图,如
何实现其自由全面发展设定了科学的目标和提供了

有效的路径。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构成了

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和先进性

既要有经济基础上的标志,还要有上层建筑尤其是

观念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上的标志,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呈现,它同时更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先进性在精神世界上最重

要的标识。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对

社会主义本质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

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释讲》认为,文化价值观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和

辩证统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将自己
的民族文化绵延至今而不衰的世界大国,这更是充
分证明了扎根于自己民族的价值观的强大生命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
反映,同时又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价值观的扬弃。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
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呈现,24 字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
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之表现,是基于近百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走过来的中国之路经验与智慧的总
结,它为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国家、发展怎样的社会和
造就怎样的公民提供了思想引航。 在理解 24 字核心
价值观时,尤其要关注其人民性这一最根本的优点,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系;营造自由、平等、公正和
法治的社会环境,既为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安
全保障,又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爱国、敬业、诚信
和友善既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又为
人们幸福生活指明了行为方向。

综上所述,《释讲》从 24 字核心价值观产生的
历史背景、从其实质功能、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
实践等多个维度揭示了 24 字核心价值观之科学真
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最终得出 24 字核心价值观必须
且必然要信仰化的结论。 为如何进一步推动核心价
值观信仰目标建设提供了理论引导。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梓彦 摇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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